《公羊传君不使乎大夫解》质疑

（首发）

陆建松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杨树达先生对于春秋学研究十分深博，主要著作有《春秋大义述》，最近上海古籍出版社再版了该著。此书内容甚符其名，杨树达先生在该著中绝少提及考证，而于大义阐发甚详。国难之际，如此雄文巨著，令人想见先生风采。书中仅有的几个考证引起了笔者的注意。其中之一杨树达先生于1942年又写下小文《公羊传君不使乎大夫解》，收入《积微居小学述林》。河北教育出版社的“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系列中《余嘉锡 杨树达卷》选收了这篇文章，显然，编者认为这篇文章很有价值。一起被选收的关于《公羊传》的文章还有《公羊传诺已解》。
两篇文章给笔者的感觉绝然不同。《公羊传诺已解》具有令人叹服的说服力，所列证据充足有力，经过重新解释后的《公羊传》原文读起来文句通畅而曲折生动。但是《公羊传君不使乎大夫解》却总是让人感到有点疑惑。由于这篇文章给笔者的疑惑实在太多，需要全文录下，以便一一商榷。
公羊传君不使乎大夫解    —九四二年三月十二日

成公二年《春秋》曰：“秋七月，齐侯使国佐如师，己酉，及国佐盟于袁娄。”《公羊传》曰：“君不使乎大夫，此其行使乎大夫，何？佚获也。”何《注》云：“据高子来盟，鲁无君，不称使，不从王者大夫称使者，实晋郤克为主，《经》先晋，《传》举郤克，是也。”按何意谓《传》所释使字乃《经文》齐侯使国佐之使，故以闵公二年齐高子来盟不称使之例相较以解本文，殊为巨谬。果如其说，齐候，君也，国佐，臣也，君之使臣，自其分尔，《传》何得云君不使乎大夫乎？又果如其说，齐侯使国佐，与逢丑父之佚齐侯了不相涉．而《传》乃以佚获答使乎大夫之问，岂非答问不相应乎？缘劭公误解，故其注说缴绕不通，不可究诘，清儒说经者亦不能是正，殊可惜也！愚谓君指齐顷公言，大夫谓逢丑父也。丑父使顷公取饮，及操饮而至，曰：革取清者，是顷公一再为逢丑父所使，所谓君使乎大夫也。使谓为人所使，非使人也。僖公十四年《春秋》曰：“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来朝。”《公羊传》曰：“鄫子曷为使乎季姬来朝？内辞也。”经文为季姬使鄫子，而传文则言鄫子使乎季姬，此传文使乎某为见使之义之确证也。传文若曰：“君无见使于大夫之理，而此行则齐顷公见使于逢丑父，何也？以顷公见获，丑父欲使公佚去也。”传文本自明白，而二千年来读者不明其义者，以不知使为见使之义故也。余前年治《春秋》，即明此义。未暇记也，今日乘暇，聊复记之。

首先让人疑惑的是，公羊传的传文都是为解释经文而设的，而按照杨先生的解释，“传文本自明白”似乎是没有问题了，但是此段传文就不再是解释经文的了，而成了独立的一段记述。这在《左传》还可以接受，但对《公羊传》而言总是让人感到别扭。跟随这种别扭的感觉，我们发现杨先生的解释恰恰是完全不顾《公羊传》经传关系一般规律的结果。“按何意谓《传》所释使字乃《经文》齐侯使国佐之使，故以闵公二年齐高子来盟不称使之例相较以解本文，殊为巨谬。”何休的解释正是因为要符合经传的一般关系而错了。
进一步的考察我们发现，关键的问题就出在对“使”的解释上。这里的问题又可以分为几个层次。第一，杨树达先生把何休注中所提到的传文所涉及的三方关系误解为两方关系。正如杨先生所言，“何意谓《传》所释使字乃《经文》齐侯使国佐之使”，但是杨先生没有注意到何休注强调了齐侯、国佐之后的第三方——晋国大夫郤克。第二，由于这一层误解，杨先生进而误解了何休注的重点所在，何休注的重点是在传文“君不使乎大夫”中君与非己方大夫的关系上，在这里也就是齐侯与晋国大夫郤克等的关系，而杨先生则由于上述先入之见而只能纠缠在君与己方大夫的关系上，在这里也就是齐侯与国佐或逢丑父的关系上。第三，杨先生进而觉得如果按照何休注把“使”解释为“齐侯使国佐之使”，那么传文就没有发疑的必要了。因为在杨先生的两方关系的视野之下，如此一来，传文 “君行使乎大夫”的意思就是齐侯使己方大夫国佐，君指齐侯，大夫指国佐，这自然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据此，杨先生认定，传文既然发疑，那么将“使”解释为齐侯使国佐是错的。第四，为了解释清楚传文中的发疑及其以下内容的关系，杨先生就脱离了经文，只从传文出发，认为君是指齐侯，大夫是指逢丑父。这样，“使”就被解释成齐侯被逢丑父所使，这与传文的情节是相符的，而臣使君又确实是一件异乎寻常、不合礼法的事，传文的发疑也就因而变得自然而然了。在两方关系的视野下，也只有这样才似乎解释得通。第五，杨先生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又引用了僖公十四年《公羊传》的传文“鄫子曷为使乎季姬来朝”来说明“使乎某为见使之义”。至此，杨先生给出了他的定论：
传文若曰：“君无见使于大夫之理，而此行则齐顷公见使于逢丑父，何也？以顷公见获，丑父欲使公佚去也。”传文本自明白，而二千年来读者不明其义者，以不知使为见使之义故也。

实际上，“何意谓《传》所释使字乃《经文》齐侯使国佐之使”，这一点杨先生并没有误解，历来注疏也认为无需异议，但这不等于“君（行）使乎大夫”就是齐侯使国佐的意思，这句话不是两方关系，而是三方关系。何休注一开始就在三方关系中进行解读，其实并没有杨先生所谓的“缴绕不通，不可究诘”的毛病。在《公羊传》传文“君不使乎大夫，此其行使乎大夫何？”下面，何休注是这样的：“据高子来盟，鲁无君不称使。不从王者大夫称使者，实晋郤克为主，经先晋，传举郤克是也。”
何休注重的是出使双方的对应关系，而不是己方君与大夫之间的关系，举“高子来盟，鲁无君不称使”的例子也是为了说明这一点。这个例子发生在闵公二年，传文说得很清楚：“何以不称使？我无君也。”那时候鲁国“庄公死，子般弑，闵公弑，比三君死，旷年无君”。何休注也说：“时闵公弑，僖公未立，故正其义，明君臣无相適之道也。《春秋》谨于别尊卑，理嫌疑，故绝去使文，以起事张例，则所谓君不使乎大夫也。”
也就是说，称不称“使”取决于相应于一方所出使的另一对象方面是不是有和自己对等地位的人，只有地位对等才可以称“使”。这里说的决不是己方君与大夫之间的关系。所以何休在此特别提到晋国大夫郤克，以表明他根本不是和齐侯地位对等的人。
因此，《公羊传》传文发问的意思其实是：既然君和大夫的地位不对等，就不能说君（行）使某人去见大夫，这里却说齐侯（行）使自己的大夫国佐去见晋国大夫郤克等，为什么呢？那是因为齐侯被对方抓住，又逃走了。
但是经过这番复述，一般读者也许会更加疑惑，这个问答有什么逻辑可言吗？用一个“使”字和被对方抓住又逃走这件事之间有什么联系呢？何休注还是会给我们简洁明了的答案：“佚获者，已获而逃亡也，当绝贱，使与大夫敌体以起之。”原来，与我们现在的理解很难相容的是，当时国君被对方抓住又逃走是一件被认为下贱耻辱到极点的事，所以这里是贬损齐侯，让他好像和郤克等大夫的地位一样似的，就在本不该用“使”的地方用了“使”。何休注中古人对国君行为的这种理解是有包括《公羊传》本文在内的充足证据的，陈立的《公羊义疏》对这些证据作了很好的总结：
包氏《慎言》云：“国君被获，辱社稷也，绝夺其位。”按僖十五年，获晋侯。注：“书者，以恶见获与获人君，皆当绝也。”庄十年传：“蔡侯献舞何以名？何为绝之？获也。”
《繁露·竹林》云：“是故《春秋》推天施而顺天理，以至尊不可以生于大辱大羞，故获者绝之；以至辱不可以加于至尊大位，故虽失位弗君也。已在国反位矣，而《春秋》尤有不君之辞，况其溷然方虏耶？其于义也，非君定矣。若非君，则丑父何权矣。”
是其绝贱不君，故使与大夫敌体也。《春秋》为内讳，故隐六年，郑人来输平。传：“然则何以不言战？讳获也。”然犹称人以起之。彼注云：“称人共国辞者，嫌来输平，独恶郑，明郑擅获诸侯，鲁不能死难，皆当绝”是也。

看来，对《公羊传》这段文字的解读，清人陈立没有认为传统注疏有什么不通的地方，并且继承充实了何休注。

另外需要附带提及的是，杨先生没有注意到前人阮元的校勘：“按‘君不’下似脱‘行’字，当补正。解云‘《春秋》谨於别尊卑，理嫌疑，故绝去使文，以起事张例，则所谓君不行使乎大夫也者是’，则疏本有‘行’字。又隐六年两引皆作‘君不行使乎大夫’，闵元年疏引同。”
也许“君不行使乎大夫，此其行使乎大夫何？”有助于避免杨先生对传文的误解，“行使”连文不容易把“使”理解成被动态。当然，阮元的校勘也是有缺陷的，他所据的是徐彦疏所引用的何休注文，却没发现现行的本子中何休的注文中本来就没有“行”字，要么是徐彦引错了，要么了本子流传中有脱误。但这不是一个大问题，并不影响我们对传文的正确解读。
还有必要提及的是对《公羊传》中所谓义与例两者之间关系的看法。这个关系历来争论不休。本文在表面的考证问题之下隐藏的更深问题就是义例关系问题。很明显，《公羊传》把《春秋》经中“使”字的用法当作一个凡例来解释，而杨先生却只把它当作一般的字来解释，而这与杨先生治《春秋》的方法是相关的。陷于支离繁琐的凡例而忘记大义，固然是舍本逐末，但是全然不顾凡例，可能恰恰会淹没了凡例本身所包含的大义。所以在注重“春秋大义”的同时，对义例关系还是持相互发明的平允态度为宜。
参考书目：

1、《春秋大义述》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年4月
2、《余嘉锡 杨树达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10月
3、《春秋公羊传注疏》（简体版）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

4、《公羊义疏》（四部备要本）中华书局据南菁书院续经解本校刊

5、《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12月

（本文原为汪少华老师“训诂学”课程论文，在此对老师的教导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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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嘉锡 杨树达卷》P783。


� 着重号为本文作者所加。


� 《春秋公羊传注疏》P371。


� 《春秋公羊传注疏》P197。


� 传文原文为：“蔡侯献舞何以名？曷为不言其获？不与夷狄之获中国也。”


� 与现行中华书局本《春秋繁露义证》文字略有出入。参见中华书局本P61。


� 《公羊义疏》卷五十，页七。


� 《春秋公羊传注疏》P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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